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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后方私立大学的生活样态及生存逻辑 

——以私立武昌中华大学为例（1938-1946） 

赵国壮 周挥辉
1
 

【摘 要】：全面抗战爆发后，失去了“基地”武昌的私立武昌中华大学俨然成为战时高校中的“孤儿”之一，

1938 年底依靠湖北旅渝同乡会的帮助而寄居“宽不上二丈的米市街”。在重庆南岸复校后，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在

“无序”中困苦备尝，乞怜平价商品、举债银行度日、公演募捐，其艰难维持的窘状无疑成为战时后方私立大学生

活样态的一个缩影。在“无序”情况下，学校依然按照“有章”规范来施教育人，仍维持三学院七学系的学科体系

及商学办学特色，并积极接收借读生及宣传抗战，同时，亦努力加入“国家队”，主动接受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规训，

但是，限于其体量过小及国家教育经费有限等因素，学校由私立转为国立的努力未能成功。“无序”与“有章”并

存，在“私立”与“国立”之间挣扎，成为战时后方私立大学的生存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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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大学约占中国近代高校总数的三分之一，培养了大量高素质人才，发挥了公立大学、教会大学无法替代的作用。1 私立

武昌中华大学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早设立的私立大学，学校存续四十余年（1912—1953 年），秉承“成德、达材、独立、进取”

的校训，坚持“注重学术为教育人才和培养文化的根本原则”“尊重教授的地位及其学术上的成就”“避免学校机关变成行政

机关”的治学理念。1934 年举起“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大旗，做出“万人大学（包括中小学幼稚园）”规划，聘请了一大批

名师名家，如邹昌炽、余家菊、严士佳、陈启天、丁绪淮、苏西弟、姚铁心、王北辰、鲁润玖、陈立夫、杨杰、冯玉祥、马寅初、

邹韬奋、卢前、郭沫若、范长江、顾维钧等。培养出恽代英、林育南、陈潭秋、光未然等杰出人才。1947 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考

核 200 多所公、民办大学排名，中华大学位列第15名（私立大学）。 

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在中国教育制度的转型过程中及中华民族的伟大抗战历史中均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颇受学界关注，

除了华中师范大学校友及该校从纪念角度编辑了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的战时历史之外，教育学及历史学界的学者也从民国教育史

角度对其予以探讨。首先是对其发展简史的叙述，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无论是直接相关的校史著作，2还是间接相关的教育

史、大学史著作，3均简单介绍了其西迁、1941年募捐办学及回迁武汉的过程，但并未全面概括其战时重庆岁月的全貌。其次是

对陈时教育思想的讨论研究，陈时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爱国者，他追求进步，同情革命，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和中国共产

党人有着长期密切的交往，被周恩来誉为具有民族气节的“清苦的教育家”。相关研究成果，肯定了其对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

育的贡献，但是对其战时艰难维持学校的弦歌不辍着墨不多。4 再次是对中国私立大学的一般论述，私立武昌中华大学为中国第

一所私立大学，有关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研究成果亦提及该校的办学情况，然而亦未能分析其战时对中国教育及中国抗战的具

体贡献。
5
 

综上所述，因受资料限制，已有研究成果对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在重庆八年生活样态和生存逻辑等相关方面的论述较为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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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重庆档案馆、华中师范大学档案馆典藏的档案资料及相关报刊资料，评述其西迁重庆后的生活样态及生存逻辑，希冀借

此丰富战时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的研究。 

一、从武昌粮道街到重庆米市街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初，国民政府曾帮助部分私立大学继续办学，曾资助私立复旦大学与私立大夏大学内迁，准予私立南开

大学与国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合并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批准私立焦作工学院与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工程学院合组国立西北

工学院等等。但是，1938 年 10 月武汉沦陷前夕，国民政府无暇顾及私立高校的搬迁问题，湖北省政府鉴于此等危局而实施了战

时教育政策，组织省立、市立中、高等学校向鄂西北迁移，而私立的中、高等学校则自行选址、自定去向。私立武昌中华大学无

法在粮道街办学，为了找到合适的迁移地点，校长陈时先行到西部进行考察，他先是决定在宜昌办学，其原因有两方面：其一，

政策支持上的考虑，湖北省的绝大部分学校被省政府安排在这一区域，并且省政府也在这里，学校在此办学有较多的便利条件；

其二，办学经费上的考虑，学校搬迁的路途越远，所需搬迁经费越多，而选址宜昌，路途较近，所需费用较少。[1](p130-131)1938 年

秋，为了尽早安排好师生的生活和学习，学校董事会决定将校址暂时选在宜昌西面的后坪（今三斗坪），并办理了相关手续，一

切就绪后，在此复课三周。随着武汉的失守，日军不断对宜昌等地狂轰滥炸，并一度威逼宜昌，学校无法在此继续办学，陈时决

定继续西行，迁往重庆办学。 

随着国民政府迁至重庆，沿海地区的企事业机构、大中学校也纷至沓来，一时间战时首都拥挤不堪，想要在此寻得一块地方

复学困难重重，更何况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又是临时动议和仓促搬迁的。陈时求助时任川东经济建设策进会副主任、国民参政会参

政员、湖北旅渝同乡会会长的校董喻育之，在其大力协调下，湖北旅渝同乡会同意将会址——重庆南岸龙门浩坡上米市街的禹王

庙——借给学校作临时校舍。禹王庙内大殿和两边房子是同乡会和学校的办公地方，部分作为男生宿舍，经殿楼为女生宿舍，山

坡上为校园，有一丈多宽的道路相连，男生宿舍、教室、图书馆设在上面。禹王庙可用面积仅有不到 2000 平方米，不敷使用，

学校又在米市街用竹篾搭盖几个教室，并借用觉林寺的空场作为学校的操场，教员及其家属则住在校外的望儿楼、周家湾、觉林

寺和茶亭街等处，宽不上二丈的米市街遂成学校的日常生活及教学活动场所。 

之后，随着学校的恢复重建以及教学活动走向正常，校舍不足成为制约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生存及维持的瓶颈。1942 年 2 月

6日，学校董事长何成濬为学校增筑校舍事情，同徐克成、贺国光、贺衡夫在庆华公司宴请大华、裕华两纱厂董事长苏汰余、总

经理石凤翔，苏汰余因事未到，何成濬希望两厂共筹 10万元，石凤翔慨然应允。[2](p51)3 月 5日，学校假借庆华公司召开董事会，

到会董事有徐源泉、贺国光、万耀煌、陈键庵、浦心雅、贺衡夫、乐润田、孔庚、闻亦有等人，苏汰余受邀参加，主要商议了添

筑校舍一事，其次讨论了募捐一事，苏汰余答应先捐助 5 万元。[2](p65)3 月 17 日，学校建筑校舍募捐一事截止到当日仅收到康心

如筹募四川各银行所捐之 7 万余元，以及大华、裕华两纱厂之 5 万元，刘航琛筹募各公司之款项尚未得到确实答复。因时间紧

迫，当日晚 7时，何成濬同徐源泉、贺国光邀请中中交农四大银行及中南、盐业、大陆、金城、四明、上海通商、兴业、湖北省

各银行负责人，在交通银行晚餐，并请其酌量补助，校董浦心雅在金融界夙负声誉，极力周旋其间，又得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

首先提倡，结果共筹款 18 万元之多，何成濬认为“其圆满殊出意外，事由人定，若无心雅，决无此成就”。[2](p72)4 月 4 日，校

董徐源泉以学校建筑校舍，考虑各方募集之款项，数额或有不足，听闻汉口特业公会前存有救国公债 50万元，原本拟就此款在

汉口设立一所大同医院，但是未能成行，希望将此项公债捐助学校，是日中午，徐源泉约何成濬、贺国光、浦心雅、乐润田等到

庆华公司，同该会负责人李耀姗、周耀青商谈，李、周均感可行，只是担心筹设大同医院一事曾在国民政府财政部登记备案，现

在移作他用，需要呈报该部许可，并且该会另一杨姓负责人居住昆明，理应沟通，讨论决定由校长陈时拟稿两封，何成濬、徐源

泉、贺国光共同署名，分别送至财政部及昆明。何成濬认为“此事如能成功，则校舍建筑问题，即毫无困难矣”。
[2](p81)

很遗憾未

见到此事的后续记载，不过，同年 12月 28 日，学校的新建校舍终于初步完成，并举行新生宣誓典礼。[2](p200) 

新建校舍虽初步完成，但是，因陋就简的原有校舍却出现了垮塌伤人事件，这也进一步说明校舍问题一直存在。1943 年 5

月 12 日，学校位于米市街的女生宿舍德字斋因阴雨浸泡，加上年久失修突然垮塌，当场砸死该校经济系一女生。事情发生后，

学校立即呈文重庆市工务局、警察局，概陈事件原委，并请求协助妥善处理这起意外事件，重庆市工务局、警察局接到呈函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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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重视，分别派员赴学校详查事件经过，并将事件原委简要呈报重庆市政府备案。5 月 19 日，重庆市工务局局长吴华甫报呈重

庆市政府该突发事件的具体情况，呈文称：“中华大学女生宿舍，于本月十二日晚倒塌，压毙女生一名，查该舍系借用禹王庙继

善堂，为穿透旧式建筑，土墙载重，年久失修，不堪连日阴雨浸袭，以致倒塌，又南岸彭家湾市立第十一中学高级部教室大楼，

于十五日晨四时塌下一部屋架，教职员二人受伤，查该房系因屋架接笋欠牢，未用铁件，日久松动，不堪载重所致。”[3]10月 4

日，学校借此人员伤亡之际向国民政府教育部呈请使用附近闲置的觉林寺及渝德染厂作为校舍。10月 15 日，教育部部长陈立夫

致函（第 50789 号）重庆市政府，希望其“查照核办见复”。10月 30 日，贺耀祖市长一方面回函国民政府教育部，称拨用房屋

一案“自应照办，除令饬本市警察局查明该觉林寺及渝德染厂两方面产权情形再行函复外，相应先行函复”；另一方面，训令重

庆市警察局详加调查“南岸渝德染厂及觉林寺两处其产权情形以及现在状况”并迅速具报。[4] 

全面抗战时期，私立武昌中华大学从武昌粮道街先迁宜昌，再由宜昌迁到重庆米市街，艰难困苦，无以为继。陈时的全部精

力均集中于在社会上奔波张罗办学经费，而全部校内事务则由严士佳 6负责，教务、训育、总务，他都兼任过。严士佳也在困难

时刻充分展现了现代知识分子的铮铮风骨，坚持、坚守，永不放弃，“所经道路，何等坎坷！在粮道街缺粮，在米市街无米，我

这个教授越教越瘦，有人劝我改行，以优厚待遇相罗致，我不为所动，愿和中华大学与共甘苦而不去”。[1](p291-292)学校的西迁、

复校窘状并非个案，而是整个西迁私立高校真实状态的一个缩影，这亦可与以往研究较多的西南联大、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复

旦大学等高校迁徙的情况形成互补，形成一幅较为完整的战时高校西迁图景。
[5]
(p122-131) 

二、“吃平价饭”、举债银行及公演募捐 

离开了武昌，失去校产依托的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完全沦落为后方的一个“孤儿”，为了维持学校日常运行，学校不得不由

依偎湖北地方政府而转向依靠国民政府。内迁重庆之后的临时校园扩建，平价煤、平价米以及平价电等物资的求购，均有赖于国

民政府的一定支持。1942 年 3月，学校还利用教育部特拨办学经费 15万元，增设了理学院的实验室、物理室。与此同时，银行

贷款、公演募捐亦成为其继续维持办学的重要凭借。 

全面抗战时期，受物价上涨影响，私立武昌中华大学不得不向国民政府祈求平价物品，其中最为重要的日常用品为平价米、

平价煤和平价电，学校师生员工吃着由国民政府配给的平价米已实属不易，白菜、豆腐等平常食物迅速成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根据国民政府粮食部规定，战时政府机关及学校采取计口分配平价米办法，即大口月领两斗、小口月领一斗。1940 年 12 月，重

庆市粮食管理委员会核发给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当月的平价米为：大口389 名、小口 4名，计米 78石 2斗。[6]1941 年 12 月 9日，

陈时致函重庆社会局请其发给合作社许可执照，以便购买平价日常生活必需品，函称：“鄙校位居本市南岸，现有员生、工役及

眷属计 600 人，举凡日常所需，消耗甚巨，兹拟组设消费合作社，相应依章拟具简章，备函送请贵局查照，准予备案，发给许可

执照，以利合作事业之发展。”
[7]
1942 年 2月 3日，陈时到何成濬寓所请其致函粮食部徐堪部长，希望能够尽快办理学校员生平

价米事宜，何成濬认为此事已有先例，去信请求应非难事。[2](p50)1945 年 1 月，中华大学员生消费合作社向国民政府经济部燃料

管理处提交购煤申请书，登记需要岚煤 14640 斤，烟煤2000斤（供给该社理发部烧水使用），登记表上明提示“非常时期节省物

资多用烟煤，少用岚煤”，而该社职员及其家属全用岚煤，可见待遇不一般。[8] 

维持学校的日常教学活动需要大笔经费，在战时的特殊情况下，中华大学不得不一方面向银行举债，另一方面采取公演募捐

形式筹措经费。学校开办之初，完全依靠陈宣恺、陈朴生兄弟的家产。在动荡不已的民国初期，国立大学尚且难以为继，更何况

是既无政府拨款，又无财团支持的私立大学，筹措办学经费无疑成为学校“最大的政治”。对此等艰难过往，陈时在《武昌中华

大学二十周年纪念特刊》的序文中有真情表露：“回忆二十余年之经过，艰苦备尝，有时潜心默祷，有时梦寐呼天，每遇年关节

序，辄惊心动魄，算到难谋之时，亦曾动自杀成仁之念，旋即觉为小丈夫懦怯之行，用以自制，仍佇苦茹辛，向前迈进，山穷水

尽，柳暗花明，卒得以勉渡难关，此种情景，年必数遇，未尝不叹一事之经历，若忠心耿耿以赴之，如孤臣孽子，操心危，虑患

深，乃一种必然之成就。”7 迁到重庆之后，学校利用校董事长何成濬、董事贺国光在渝的人脉关系，一开始主动向重庆各银行

募捐。不可否认，学校初期向各银行募捐，确实获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学校每年均需要一定经费来维持日常运转，而银行不可能

年年认捐。1943 年后，因向银行募捐已势不可行，学校转而向银行借款，举债随即成为维持学校正常运转的重要途径之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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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 年 8 月 25 日，邮政储金汇业局龙门浩办事处曾就学校函请押借 50 万元一事向邮政储金汇业局重庆分局请示；9 月 1 日，

该分局复将此事呈报邮政储金汇业局总局。[9]不过，因为学校并无校产可资生息来偿还借款，故而透支、借款转期及展期成经常

之事。如 1944 年 6月 12日，学校向金城银行重庆分行申请将前借之 30万元再予转期。
[10]
1944 年 8月 16 日，学校向川康平民

银行函请透支 25万元。随着物价上涨及通胀压力增大，学校借款数字急剧攀升，每每以千万计算，到抗战胜利前夕甚至一度将

所有校产抵押向四联总处商借 3000 万元，以维持学校正常运转。[11] 

另一方面，1944 年后，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多次利用公演加价、学生演剧、征用票税等方式筹措办学经费。在非常时期，这

种形式在实际运作中尽管较为烦琐，但也不失为一个可靠的经费筹措渠道。当时，重庆作为战时首都吸引了大批流亡艺术家，比

如阳翰笙、田汉、曹禺、陈白尘、夏衍等剧作家纷至沓来，上海影人剧团、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国立戏剧学校相继西迁，加上西

迁高校的师生群体，形成了一个以创作家、演员、剧院为一体的演剧流水线作业团体，一大批优秀节目得以迅速与观众见面，在

大轰炸的阴霾下，以雾季公演为代表的剧院演出活动在重庆颇为盛行，一方面慰藉民众压抑的心灵，另一方面激发民众抗战的热

情。1942年，学校建校三十周年之际，学校校友总会为筹措图书馆基金向重庆社会局申请公演“爱情进行曲”5场。5月 14日，

学校致函重庆社会局称：“敝校轫立三十周年纪念，校友总会邀请中电剧团假国泰戏院公演筹募图书馆基金，自本月 16日起 19

日止，计 4 天共 5场。”[12]5 月 15 日，重庆社会局致函学校照准其公演请求，并分函重庆市财政局、国泰戏院予以衔接。1944

年 9 月 11 日，陈时致贺耀祖市长代电（渝字第 702 号），恳请市政府批准在重庆市国泰、新川、民众、唯一、升平、一园、第

一、第二等八剧院提高演出票价，每票附加 30 元，以一个月为限，所得用以维持校务。[13]次日，何成濬、贺国光致函贺耀祖，

请其批准此募捐事，函称：“武昌中华大学迁渝已逾六载，学生以两湖及各战区者为最多，一切均赖校中筹划，弟等忝领校董，

年来罗掘俱穷，近以发起向多方筹募建设经费，现拟在市区各剧院附加捐款，已由校另具文申请，盼祈惠准。”[14]随后，重庆市

政府批准了该申请。但由于此次演剧和放映电影等募捐活动效果不太理想，学校再次致函重庆社会局，希望延长募捐期限，函称

“已与新川剧院商定，自本月 25日起至本月底延长附加期限，俾能逐达定额”。[15]期满之后，学校又请何成濬斡旋，拟将公演

时间再次延长，何成濬遂致函贺耀祖，后者将函件转交重庆社会局核办，经过协调，学校申请终得批准。
[16]
 

1938 年，私立武昌中华大学仓促西迁，先迁宜昌，再迁重庆，失去了武昌“基地”后俨然成为战时高校中的“孤儿”之一，

依靠湖北同乡会的帮助而暂时栖居重庆涂山上禹王庙内。在渝期间，学校困苦备尝，通过乞怜“平价商品”、举债银行、公演募

捐等一切办法维持生存及学校的日常运营，在“无序”中艰难维持无疑成为后方私立大学战时生活样态的一个缩影。 

三、教育部规训下的招生录取及毕业考试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借高校西迁之机进一步整合、规范高等教育。而私立大学在西迁之后往往因经费不足而

不得不寻求政府的大力支持，为了得到政府的认可和扶持，在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甚至专业、课程设计上均需遵循教育部的规训

和指导。“国立化”是战时私立大学得以维系及生存的重要路径，私立复旦大学改国立以及私立大夏大学拒绝更名为国立贵州

大学，均为私立大学“国立化”路径中的重要明证。8战时的私立武昌中华大学一度努力进入“国家队”，“国立化”成为其战

时生存路径中的重要指向。1942 年 3 月，学校董事会讨论了学校的“国立化”事宜，“候相机向教育当局设法，改为国立”。
[2](p65)虽然直到抗战结束学校未能进入“国家队”，但是其已见融于国民政府教育部“有章”的制度规范中。 

其一，受规训的招生工作。战时国民政府一直努力规范全国高校招生考试工作，甚至根据各地不同情况，将高考招生分区、

分时而分别统一进行，但由于战争局势的变化常常出乎意料，各校教学招生工作无法步调一致。不过，国民政府教育部并未放松

对招生工作的管理，即便是对中华大学这样的私立大学亦是如此。例如，该部明确要求中华大学必须将每年度的招生考试简章，

含招生计划、招生学科、招生名额、招生试题、报考资格、学费收取等一一报部核查，同时该部也将派员进各校抽查，一旦发现

问题，轻则勒令整改，重则撤办。1939 年 6月，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签署训令称：“查专科以上学校招考新生应由本部统筹支配，

经于上年通饬各校知照。本年本部仍设统一招生委员会办理国立各大学及各独立学院统一招生事宜。其他国立各专科学校及省

私立各专科以上学校仍照上年成例，应将招考科系及名额先期呈部核准，再自行招生。”[17]招生工作完成后，亦要将招生情形连

同成绩表及试题一并报呈该部鉴核。比如，1940 年 12 月 12 日，学校将该年招生情况报教育部审核，据材料显示：该年度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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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人数为 402 名，录取 170名，备取12名，转学生 5名；此次招考试绩经严格审定，以总平均分28分为合格，平均分合格而

1科零分者列补取，2科以上零分者不予录取；各报考第一志愿名额已满而成绩合于标准，则取入第二志愿。同时，中华大学还

呈报了录取新生、转学生的成绩及试题等。1941 年 1月 23日，教育部指令学校：“新生入学试验，英文或数学成绩零分，列为

备取，或基本学科考试成绩较差各生，应于入学后由校设法补习；转学生转学试验成绩不及格各科目，应分别令其重修；嗣后该

校招收转学生，其各该转入科系之主要科目试验不及格者，应不予录取或降退年级。”[18]对于招收转学生，该部亦有明文训令：

“各校招收转学生，必须先呈请本部核准册报录取各生并须注明由何校转来及转学原因，于未经核准前只应随班旁听。”[19]1942

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训令（高字 15701 号）各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指出：“近来国内交通情形较之过去两年尤为困难，统一招

生本年仍停进行，惟交通状况目前未见改善而物价飞涨，学生辗转投考力有不逮。”该部为“慎重周密起见”，“征询国立各院

校之意见”制定了 1942年度专科以上学校招生办法，通饬各学校遵照执行，同时，建议各院校“应体念时艰及一般中等学校毕

业生之困苦情形，与他校互助合作，务须依照部定办法办理”。
[20]
是年，学校根据该办法第 9条调整了招生名额，文理学院每学

系仍为 30名，商学院每学系则各定为 40名。[21] 

其二，停办师范专修科和教育学系。中华大学原教育专修科和教育学系虽然办得不错，但战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对师范教育进

行了进一步的规范和改革，先后将学校的师范专修科和教育学系撤销，而将师范教育指定由国立高校设办或另设国立师范学院，

明令私立大学除特殊原因外，一律不得开办教育学院（系）。1938 年 7月 5日，陈立夫签发教育部训令（汉教字第 5589 号），称：

“查我国公私立大学之设置，过去缺少一定之计划，故各校地域之分布与院系之编制，既未能普及合理，又未尽适合需要。自抗

敌军兴，战区各校大都迁移后方，师生精神，虽能力自振奋，但设备简陋，院系重复较前益甚，殊不足以适应战时教育之需要。

本部兹根据实际需要，参酌目前情形，拟定全国公私立大学院系调整办法。自下学年起，该校师范专修科应遵照前令停止招

生。”[22]1940 年 7月 23 日教育部训令私立武昌中华大学依据“一、设教育学院或教育学系之大学，如其所在省区已设有师范学

院，令自廿九年度起暂停招生，原有学生肄业至毕业为止。二、未设师范学院之省区及平津沪三地之私立大学教育学院或教育学

系，仍暂准继续招生”等原则，于 1940 年度起暂停教育学系招生，
[23]
学校遵令于是年停止招生。 

其三，报批毕业考试。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自1939年度始全国高校实施毕业生统考制度，各校必须在考试之前将考试科目、

学生考试情况、学籍情况、学校考试制度、学校考试委员会组织等按要求提前造册上报备核，并附上学校校长签名和盖章。具体

到中华大学，学校须先将毕业生名单、考试科目（含用书）、考试委员会名单等材料呈报主管机关国民政府教育部（重庆）及湖

北省教育厅（恩施）报备；随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及湖北省教育厅将先后就上述材料进行批示；学校在收到指令后，方可组织考试。

自 1939 年度开始，学校每逢毕业季均将相关材料呈送国民政府教育部。同时，造具毕业生名册统计表，附学生相片呈请国民政

府教育部、湖北省教育厅鉴核。 

1940 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修订毕业考试办法，改专科以上学校毕业考试为“总考制”，并计划于 1941年新学期实施。然而，

部分学校执行新办法不力，为此，教育部于 1941 年 5 月 10 日训令各学校，指出“仍有少数学校学生不明了总考制之意义，每

以准备时间不足及体力不济等为理由，具呈本部请缓实施，其所陈不无因循积习，以视本部对于战时青年应加倍努力之期望违

反，实多殊堪惋惜”。强调各学校往往将最后一学期期末考试视为毕业试验，这不切合毕业以后的实际需要，故而明确“本案关

系提高学生程度及增进效率者，至为重大，各校自应一律遵办”。[24]中华大学对此予以严格执行。 

中华大学自陈时执掌校务之后，一直效仿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办学理念来治校，当时政府出于对私人办学权的尊重，不轻易干

预私立大学的具体事务。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政府将私立大学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将其地位进一步提升至与国立大学对等的

地位。
[25](p124)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西迁的私立大学不得不寻求国民政府庇护进而加入“国家队”，而此时的教育部乐见私立大

学的主动“投靠”行为，一方面将部分西迁私立大学“国立化”，另一方面趁机对其他西迁私立大学的办学活动进行规训，将其

纳入国立大学“有章”的制度规范当中，也即该部严格管控学校招考及毕业事宜。就私立武昌中华大学而言，这是一场未竟的

“国立化运动”，因其体量过小，并且国民政府教育部本身亦限于办学经费支绌，只是管控其招生资格并严格其毕业事宜，而未

能准许其由私立而转为国立。“无序”与“有章”并存，从“私立”到“国立”的努力，从学校的种种“苦衷”中，不难窥见战

时后方私立大学的生存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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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难中坚持办学宗旨及特色 

在全面抗战时期，中华大学在艰难生存中未改初心，依然坚持学校办学宗旨及特色，凸显了为振兴中华民族办好大学的坚强

韧性。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学校积极响应国民政府号召，接收沦陷区的借读生、转学生，让他们继续完成其学业；内迁重庆后，

一方面努力扩大学生招录规模，为国蓄才，另一方面，保持传统办学特色，为国家培养急需的会计人才；抗战后期，在“一寸山

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学生从军运动中，学校鼓励英语成绩较好的学生投笔从戎，短期培训后应征入伍服务盟军作战。毫

无疑问，中华大学为战时高等教育的发展及抗战的胜利贡献了一份绵薄之力。 

其一，接收借读生、转学生。全面抗战爆发后，立下了教育救国、振兴中华雄心壮志的陈时及中华大学，在支援抗战方面作

出的贡献，首先是以借读生形式接收内迁武汉的中国其他高校的学生，为国家保续人才力量。在西迁前，学校应国家培养战时人

才需要，积极响应国民政府号召接收战区迁汉的应届毕业生到校借读，时间约为一学期、一年不等，学校准予其与校应届毕业生

一同参加毕业考试。[26] 

西迁重庆后，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继续响应政府号召，承部令接收借读生、转学生。1938 年初，国民政府公布了《战区各级

学校学生转学及借读办法》。嗣后，教育部根据该办法公布了《教育部登记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分发借读办法》。1939 年 6 月，该

部考虑到全面抗战已近两年，国立各高校的统一招生工作正在大力推进，收容和接纳分发战区流亡学生转校、借读工作正在进

行，又颁发了《抗战期间专科以上学校借读生学籍处理及毕业证件发给办法》，对借读生的“学籍处理”和“毕业证件发给”作

了更加妥善和周密的规定。[27]是年，学校接收借读生共计 9名。从转入学生的情况来看，学校较为主动地遵循了教育部的借读生

办法，不仅接收了中专院校的学生，也接收了西北大学、西南联大、光华大学、私立大夏大学等知名学校的借读生。 

1941 年 8月 9日，教育部发布训令，规定“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借读以原校陷入战区或停办者为限，转学应由学生自行报考”

并令中华大学在校学生一体遵照。[28]9 月 30 日，该部分发第一批战区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借读，分发借读生国立东北大学化学系

一年级苏志新到学校。[29]10 月 21 日，分发上海私立新中国大学理学院化学工程系一年级生李宏道到学校。[30]10 月 24 日，分发

第二批战区专科以上学校借读生持志学院国学系二年级王应銮到该校。[31]10 月 30 日，分发北平中国学院经济系二年级学生袁书

林到学校。[32]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澳门、上海租界等地沦陷，国民政府就各该地退出之学生借读一事作出相应规定。1942 年年初，

国民政府教育部致私立武昌中华大学代电，称“凡自港沪澳退出之学生仰一律准许借读，免收各费并列册报部，由部酌给补助”。
[33]4 月 30 日，该部分发香港私立广州大学政治系三年级学生曹美成到学校借读。[34]5 月 4 日，分发香港华侨工商学院政经系二

年级生刘开瑞、周家庆到学校借读。
[35]
8 月 12 日，该部训令学校优容香港学生，“该校收容香港大学学生，准入原年级肄业，

如必须举行甄别试验，得展缓至明年暑假时举行”。[36]10 月 28 日，该部又分发香港国民大学一年级学生曾永昌到学校借读。[37] 

其二，扩大学生招录规模。1939 年中华大学在渝招收第一届新生、转学生及借读生。1940 年度报考人数为 190人。1941年

度参加考试的为 363 人，其中正式录取 166人。[38]1942 年上半年，各院系各年级在校学生为 274人，其中，新生及转学生为69

人，借读生 1名，休学生 31人，复学生 9人，退学 7人。[39]1942 年度参加考试人数为 616 人，录取 218 人；[40]同年，学校接收

港澳地区退出之学生，槟榔屿等地侨生。1943 年度报名参加考试人数 840 人，实际参加考试者为 682 人，该年度录取标准线为

总平均分 30 分，录取总人数为 220 人。1944 年上半年，在校学生人数为 464 人；[41]会计专修科新生招录情况良好，有成绩者

168 人，正取 36 人，录取分数线为 30分；
[42]

下半年，在校学生 340 人，从军 17人。
[43]
由此可见，战时学校的招生呈良性增长

势头。 

其三，保持商学办学特色。在吃饭已成“最大政治”的困局下，中华大学仍努力维持学校原有的文、理、商三学院七学系（文

学院下设中文系、外文系，理学院下设数学系、化学系，商学院下设经济系、工商管理系、会计系）的办学体系，并且一直保有

商学学科优势，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利用有限资源为商学院的学生开展实习活动，以保证教学质量。如 1939 年 1 月 17 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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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工商管理系 10名学生，在唐学庠教授的带领下到美丰商业银行参观，受到了总经理唐忠如的热情款待。[44]1943 年 11 月 18日，

学校致函中国毛纺厂公司，函告该校商学院三年级学生“约30人拟于本月二十二日（星期一）前来参观，藉资历练”。[45]1943

年 12 月 2 日，学校就商学院学生 12 人拟赴厂参观见习事致函裕华纱厂。
[46]

此外，学校高度重视商学院毕业学生的就业情况，

先后介绍他们到国民政府粮食部、财政部税务处、盐务总局等单位工作。比如，1942 年 8 月，国民政府粮食部部长徐堪复函学

校，函称“贵校……商学院毕业生杨汝兴、尹孟婧二名……现已来部报到，刻因本部会计处限于缺额，其名义一时未能提高，以

后考察工作情形，再行酌办”。[47]1942 年 7 月 9 日，国民政府财政部直接税务处致公函给学校称：“贵校……毕业生王锡明、

刘澧芬、杨文祥、卢集熊、尹孟婧等五名……志愿服务本税，自所欢迎，除女生请另候通知来处外，所有男生请转知于本月 16

日前来报到，以便参加财务人员训练所受训。”[48] 

其四，为战争需要开办会计专修科。1940 年 1 月，为了救济失学学生并适应战时会计人才亟需，中华大学向国民政府教育

部呈请开办会计专修科（二年制），呈文称：“各地空假高中毕业生及战区退出失学学生，均纷纷请求入学，且贸易委员会与财

政金融机关多来函征用毕业生，为适应急切需要，拟于本年春季招收二年制（上课一年实习一年）之会计专修科，新生一班约五

十人，隶属商学院。”[49]这次呈请很快得到了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支持，其首要原因是战时国民政府急需财会专业人才；其次是学

校商学院办得不错，有一定的学科基础和师资力量。1940 年 2 月 2 日，批文正式下达，中华大学商学院获准“自二十八年度下

学期起添设会计专修科，该科主任应另选专任人员充任。招收该科新生及其他各学系转学生，应俟补呈招生简章并补报各系拟招

名额到部，再行核办”。[50]开班以后，报名踊跃，第一次就招到新生一百余人，以至学校将其分为两个班来上课。 

其五，宣传、支持抗战。全面抗战伊始，中华大学附中的学生们就走上街头，积极宣传抗日斗争，同时，学校响应湖北省教

育厅号召，成立战时服务团中华大学分团奔赴乡村进行抗战宣传。西迁重庆后，学校师生以各种方式宣传抗战、支持抗战。1940

年 5月 1日，22名学生联名签署了“武昌中华大学国民抗敌公约”，其内容为：“一、不做敌国顺民；二、不参加伪组织；三、

不做敌军官兵；四、不为敌人带路；五、不为敌人侦探；六、不为敌人做工；七、不用敌人纸币；八、不买敌人货物；九、不卖

粮食及一切物品给敌人。”并表示“如有违背甘受政府最严厉的处罚与民众的裁判”。[51]学生用这种较为朴素的方式表达他们

炽热的爱国热情。1944 年 2 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外事局为了配合盟军对日作战向重庆各大学征召少校军衔的翻译官，学校

各系男生踊跃报名，体检合格且英语成绩优良者应征入伍，集中在北碚复旦大学培训，至1945 年 9月，先后有五期学生参加培

训。[52](p28-29) 

与战时后方国立大学、省立大学相比，内迁后方的私立大学的处境更为艰难，虽然其影响远不及上述国立、省立学校，但是，

它们屹立不倒，确为危亡之秋的国家、民族贡献了其作为施教者的绵薄之力，是故，其战时生活样态及贡献不应一直模糊下去，

很有必要经过学界的共同努力褪去尘封的“面纱”，还原其战时的历史原貌及生存逻辑，并从其生存韧性中汲取发展高等教育

的力量。 

五、结语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私立武昌中华大学举校西迁，和其他西迁私立大学、公立大学一道接收战区、沦陷区学生就读，在

艰难中弦歌不辍，为国蓄才。同时，该校在困难中坚守自己的办学特色：其一，坚守商学办学特色、努力发展会计专业，服务于

战时政府与社会对会计人才的需要，商学院的工商管理、会计一直是该校的特色专业，战前学校设立文、理、商三个学院七个系，

战时除努力保持办学的延续性完整性以外，特别设立了会计专修科，服务于战时政府与社会对会计人才的需要；其二，重视毕业

生工作，学校特设专门组织机构和人员负责毕业生工作，充分利用学校董事社会资源，积极推荐毕业生就业，1939 年至 1946年，

中华大学在渝录取考生近 1000 人，除结业的编级生（即插班生）、借读生、保送生、同等学力生外，大学本专科毕业生 300人左

右，大部分进入党政机关和投身实业救国浪潮。 

整个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在办学经费极度短缺的窘境之下，私立复旦大学、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私立大夏大学等众多私立大

学的师生均表现出可歌可泣的无私奉献精神，这一精神维系着私立大学的运营和发展。
[25](p187-188)

私立武昌中华大学艰难西迁、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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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办学，集中凸显了为振兴中华民族办好高等教育的坚韧性。它借助乞怜“平价餐”、举债银行、公演募捐等方式渡过了“米市

街无米”的艰难困苦局面，维持办学活动的持续，为危亡之秋的国家、民族培养了一批急需人才，在中国教育制度转型的过程中

及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历史征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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